中国模式 还是中国路径
文 田国强
过去30多年来，在中国的初始资源禀赋条件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下，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转轨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一些论者因此而故步自封，将中国改革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及其政治权力结构，认为已经找到一个与现代发达社会不同的相对稳定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终极发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称的“中国模式”。
这很可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是没有区分好过渡性次优制度安排和终极性制度安排的表现。从而，其政策药方就是不断弱化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改革，不断扩大政府规模，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和垄断，导致政府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造成了国进民退和国富民穷的局面。
没有中国模式 只有中国路径
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

首先，如果以“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作为转型和发展的目标，以自由、法治、民主、正义、福利等普世公认的现代性元素作为检测指标，则所谓的“中国模式”和这样的终极目标和检测指标仍有很大差距，还远不成其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成熟模式，仍处于型塑和优化过程之中，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其次，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上讲，由于初始禀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没有任何后发国家可以完全复制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因而既需要、也只能另辟蹊径。由于中国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极度扭曲，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政府僭越了自身的合理边界，过度且持续介入本应由社会、市场解决的事务，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再次，中国经济取得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是承认个体利益，赋予经济选择自由，激发老百姓发家致富，引入竞争机制,以及对外开放，这些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体现了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也是被东亚乃至西方一些国家一再验证的共同经验。当然再加上正确处理好了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及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渐进转轨方式。这些才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模式论的三大误区

之所以有所谓的“中国模式”论调，可能是由三方面的误区所导致的：

一是没有区分好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过渡性次优安排本应像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的作用一样，在婴幼儿阶段，孩子的成长必须要有父母的指导和帮助，但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要逐渐退出，转变为孩子自主发展。政府主导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而不是长期、终极的模式。然而，当前政府似乎有一种浓厚的“父爱主义”倾向，将市场看成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二是没有区分好常规和非常规情况。为了应对此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世界各国政府纷纷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干预市场，中国政府不遑多让，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不少人由此认为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很有必要，从而政府统御市场、不断干预市场似有强化趋势。但这只是非常规情况下应对危机的非常规举措，西方发达国家已开始政府的退出进程，而我们却有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经验肯定下来，有常态化的倾向。

三是没有区分好发展的动力和阻力。中国从封闭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中走出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所激发出来的动能和势能都非常大，就像正在腾空的火箭，尽管有很大的外部摩擦，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摩擦，包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于是，一些短识者或短视者便误把阻力当动力，误把刹车当油门，误把缺点当优点，使本末倒置、似是而非的论调屡见不鲜。
